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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夏天，丁玲创作了以农村水灾为题材的小说
《水》。这篇小说被冯雪峰称为“新的小说”的萌芽，因此
也成为文学史家对于丁玲创作分期的一个重要依据。
《水》所具有的转折性意义，甚至超过了 1932 年丁玲入党
这一政治身份的改变，这也提示出所谓“向左转”的问题
构造，不完全落脚于阶级立场或政治认同的“左倾”，更在
于以文学为载体的主体状态的转变。当丁玲的“向左转”
成为一种反复言说的革命叙事时，它实际上包含了对于

20 世纪中国革命主体的想象方式，即“五四”式小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与左翼知识分子之间的断裂，其具体表现为

文学与革命、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等二元性矛盾。对此，
贺桂梅则提出“主体辩证法”的思考结构，认为丁玲身上
的二元性矛盾形成了彼此塑造的辩证关系，不是新我战

胜旧我，而是在生命实践、革命实践、文学创作三者的角
逐统合中“道成肉身”( 贺桂梅 1—33) 。
“主体辩证法”将革命的政治逻辑具象化为一种主体
精神史的叙事，然而，丁玲作为革命主体的生成，不仅体

现于她的自我斗争，同时也是在革命的政治中获得命名、
确认位置的过程。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恐怕没有哪
一位作家像丁玲这样，其革命生涯的演绎是由一次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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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所组织起来的。1931 年的“向左转”，1933 年南京
被囚后的是否“转向”( 背叛革命) ，1943 年延安审干中所
遭遇的忠诚质疑，及至 50 年代“丁陈反党集团”中再度被
审查，1980 年代复出后的不改志( 另一种意义上的“转
向”) ，丁玲的转变问题几乎成为了 20 世纪中国革命的一
种政治表征，一方面是革命者在革命中持续的主体锻造，

另一方面革命也在不断识别和探寻自己的政治主体。是
否转变? 转向何处? 革命主体的完成与未完成之间，拷

问的正是革命政治中那些最尖锐的矛盾。

正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强调的，“作为包括精神发
展在内的一切发展的动力的辩证法，其真正的根源不应

到抽象的精神中，而应到现实的生活中去寻找、去发现”
( 罗森塔尔 10) 。“转变”的命题不仅指向“主体辩证
法”，更指向了革命的“历史辩证法”，后者以主体实践为
中介展示着整个社会历史过程，重视的是个人如何被纳

入革命的环节，在革命的总体化运动中获得主体的改造。
“由于马克思把辩证法变成了历史过程本身的本质，因此
这种思想运动同样也只是表现为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

分。”( 卢卡奇 283) 这就要求我们跳脱出作家主体精神的
研究模式，将丁玲的转变置于革命文学运动的路径与诉

求中，思考革命文学在理论预设、政治目标以及实践斗争
三者之间的协调统摄，如何形构了丁玲的主体转向问题。
在这里，重新打开《水》这一原点性文本的历史场域成为
一种切入方式。这篇作品的问世固然不能说明丁玲主体
改造的完成，然而它却代表了 1930 年代“左联”的无产阶
级文学运动最耀眼的实绩，这个实绩是在小资产阶级主

体与无产阶级文化政治的相互重构中被确认的。《水》何
以被命名为“新的小说”，它的出现，对于当时“左联”的无
产阶级文学运动有何意义? 又是如何“证明”了丁玲的转
变? 《水》在丁玲转变问题中显示出了某种原点性的意
义，它不是作为丁玲自己的创作成果，而是丁玲决心使自

己成为组织中一员的表态。如果不是从整个革命文学运
动的转换中去理解《水》的诞生，也就无法把握到丁玲从
“左翼作家”到“党的螺丝钉”的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因而也就难以理解什么才是革命所需要的政治主体。
日本学者丸山升曾经提出如何把握 1930 年代研究中

路线与个体之间的复杂对应: 将 1930 年代作为问题，意
味着去思考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在各位文学家身上的具

体表现，去探讨它们在当时剧烈变动的场域中处于何种

位置( 丸山升 202 ) 。重新追问丁玲“向左转”的命名过
程，并不是要以话语研究的方法去解构转变的真实性，而

是回到命名所发生的历史关系中，重建转变背后的文化

与政治“情势”。从“左联”制定第一份纲领性文件《无产
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起，“情势”就构成
了 1930 年代革命文学运动的一个关键词。1930—1936
年，“左联”对于革命文学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始终紧密配
合着现实情势的变化。如果说《水》的发表乃是丁玲置身

于运动情势中的积极响应，那么以冯雪峰为代表的左翼

理论家们对于《水》的定位，则是革命的理论在特定情势
的当下所作出的认知与判断，重新界定个体与组织运动

之间的关系并将其转化为新的实践。1930 年代特定的情
势既包含了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方向转换，也包含

了“左联”在国内外革命矛盾的综合作用下对于危机的应
对与转变。而对于情势的考察，将使我们摆脱那种视革
命文学为铁板一块的静态的研究思路，在政治时局的变

动与文学斗争的路线调整、个体的政治能动性之间唤起
一种文学的实践性。也只有在情势的要求中思考丁玲的
转变，把丁玲的“向左转”过程化，重现这一过程中内外合
力的辩证关系，才能够理解这一命题中所贯彻的“无产阶
级文学”的规定性，及其所具有的可能性与限度。

一、“无产阶级文学”的退却与
转变中的丁玲

丁玲 1930 年加入“左联”后，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并
没有改变其既有的写作状态。用丁玲自己的话来说，这
一时期胡也频“前进了，而且是飞跃的”，自己“却是在爬”
(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70)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 一、
二) 作为加入“左联”后的“作业”，无论是写作题材、方法
还是对革命的想象方式，都还没有摆脱“革命加恋爱”小
说的那种文学 /政治的二元思考框架。文学家们一跃而
成职业革命家，“左联”也更像是以革命政党的面目在运
转。相比于胡也频对革命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丁玲实际
上仍是以自守于创作的方式保持着一种“同路人”的旁观
姿态。①

直到 1931 年 2 月胡也频牺牲，丁玲才不得不从一个
“写小说的人”的自许中猛然惊醒，发现了自己的“无用”:

我说我要写文章，我要到工人那里去，农民

那里去。可上海我能到哪里去呢? 我能到工厂
去嘛? 我不能到工厂去。哪里也去不了。(《我
与雪峰的交往》269)

同样体会到这种“无用感”的，其实还有整个“左联”组织。
当时上海的革命斗争跌入了低谷，“立三路线”的破产以
及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导致党组织严重受损，更有大量

自首、叛变现象，无产阶级政治运动在组织和信仰上都面
临着极大的危机。政治上的溃灭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
“左联”初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彻底失败。在这种“无
用感”的弥漫中，“无产阶级文学”这一概念的内在矛
盾———写作主体与政治主体的分裂也愈加清晰地暴露出
来。其关键问题在于，作为写作主体的小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在尚未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阶段，是否有可

能创作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在 1920 年代的“革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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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论争”时期，这个矛盾的解决在理论上主要诉诸福本主
义的“意识斗争”，即知识阶级通过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
意识在政治上成为自觉的主体，从而创作出无产阶级文

学。但创造社在接受福本主义的同时，也将“意识斗争”
完全局限于“观念形态”( 意识形态) 而无涉于具体的政治
实践。因此，初期“左联”提出发展工农通信写作运动，试
图依靠这种富有实践性的新型文学形态来解决写作主体

与政治主体的分裂。这一照搬苏联“拉普”经验的写作运
动一度被赋予了至高的意义，被视为“伟大的苏维埃文学
的生产与完成只有这一条路径”，而知识分子通过投身其
中，“使文学运动密切的和革命斗争一道的发展”，由此获
得“无产阶级斗争意识”( 陈瘦竹 61) 。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通信写作并没有被赋予文学性。

它更像是一种新闻素材的搜集工作，因此与其说通信写

作的主体是“作者”，不如说是一名“政治工作者”。丁玲
在其小说《一天》中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其间的困境。当
主人公决心抛弃文学青年的身份投入通信写作时，他发

现自己仍要面对“写什么”及“怎么写”的文学问题。在都
市文化 /文学生产条件的制约没有得到改变的情境下，②

通信写作所预设的文学与政治实践的同一性显然无从获

致。遭遇了 2 月的屠杀之后，“左联”的文化运动被迫转
入地下，在“公开的路线上必然地是不能有什么表现”( 冯
雪峰，《一九三一年之回顾》58) 。而另一方面，1931 年的
上海文坛，又有形形色色的左翼尤其是社会民主主义派，

“安然无恙地贩卖着‘革命’文化”( 《一九三一年之回顾》
58) 。失去了政治行动的空间，革命文学运动如何突围，

又如何定义和实践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学”，已经无法依
附于抽象的理论话语，而是迫切需要从具体的写作主体

身上寻找答案。
胡也频牺牲之后，丁玲虽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到各

大学进行演讲，但公众更为关心的无疑是她作为“烈士未
亡人”的境遇( 丁玲，《我的自白》1—5) ，而评论家们也更
热衷于谈论她的女作家身份。作为五四新女性的莎菲女
士究竟将往何处去，不仅仅是革命文学内部的话题，也是

一个颇有公众性的文学“故事”，一个小资产阶级女性的
革命故事。当时左翼理论家钱杏邨( 方英) 在其女作家评
论小辑的《丁玲论》中，接连使用了“新的”一词呼吁着丁
玲的转变:

在新的创作的开始上，她还没有展开她的

新的有力量的成就，这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她并

没有从新的革命的生活中走出来，所以，作为她

的今后的主要的事件的，她必须走向新的革命

的生活里去，她必须在尖锐化了的现代的斗争

生活中去不断的锻炼她自己，这样，新的作为斗

争的有力量的作品才会产生，这是对于丁玲的

创作应有的理解。( 钱杏邨，《丁玲论》( 下)

25)

这种对新生的急切期待，与其说是在批评丁玲的“落后”，
不如说更是因为无法建立有效的话语去寻找新生的契

机，便只能寄托于毕其功于一役的“转向”。这一点与
1920年代创造社对于“方向转换”的迷恋其实不无相通之
处。一个停滞于“旧的”生活中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同样
也映射着革命的泥足不前。
在“左联”的安排下，丁玲开始主编机关刊物《北斗》，

她“不太红”的文学家面貌使这份刊物能够联络起各路作
家，表现出较为中立的色彩，也就是所谓的“灰色”。这实
际上也代表了“左联”试图扩大文学的统一战线，加强左
翼文学竞争性的进取态度。这种变化在丁玲身上形成了
一种微妙的矛盾。一方面，丁玲作为文学组织者尽力维
持《北斗》的同人刊物面目; 另一方面，她作为文学创作
者，则积极地想要克服旧的写作手法以朝向无产阶级文

学的目标。在《北斗》“灰色”的创刊号中，有些突兀地刊
登了一首题为《给我爱的》的诗。这首诗是丁玲以 T． L的
笔名所发表的，诗中毫不掩饰地宣示了作者投身革命的

热切:“我只想怎么也把我自己的颜色染红”“只有一种信
仰，固定着我们大家的心”( 《给我爱的》56) 。丁玲一改
过去充满个人感性的笔调，不无生硬地在诗中堆砌大量

马克思主义词汇，金价、银价、棉花的价、资本主义、殖民
地、斗争、组织、机器……这些无法连缀成叙事的语词，透
露出了丁玲急于转变为一名无产阶级作家的决心。后来
丁玲也谈到这一时期自我突破的焦虑:

在写《水》以前，我没有写成一篇东西，非常
苦闷。有许多人物事实都在苦恼我，使我不安，
可是我写不出来，我抓不到可以任我运用的一

枝笔，我讨厌我的“作风”( 借用一下，因为找不
到适当的字) ，我以为它限制了我的思想［……］
(《我的创作生活》16)

《水》对于丁玲转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这只是一篇
为了支持《北斗》创刊的“急就章”，但它也是丁玲进入组
织化的文学运动之时，以创作表达政治认同的转变，回应

新的文学生产方式的成果。这篇小说以 1931 年中国 16
省的大水灾为背景，响应了当时中共加速农村土地革命

的指示，有意识地将笔触从熟悉的城市转向农村，向大众

世界中探求革命的动力。“在全国革命高涨的形势之下，
在苏维埃与红军急速发展的过程中，今年普遍全国的灾

荒，一定更会促进农民斗争的发展。”( 《中央关于全国灾
荒，秋收斗争与我们的策略的决议》331 ) 在中共当时激
进的革命蓝图中，灾荒加速着农村的破产，同时也将掀起

农村土地革命的高潮。受这一路线的影响，灾荒书写成
为革命文学表现农村生活与农民斗争的一种典型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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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一方面延续了通信写作的路径，要求写作者广泛地摄

取时事素材; 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如冯雪峰所

说的，从灾民的斗争中反映出土地革命的意义( 《关于新
的小说》 225—239 ) ，这就需要一种比通信写作更具有
“文学性”的写作形式，而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正是写作
者的政治意识与文学组织能力。可以说，《水》的出现为
这种新的文学写作形式提供了范本。
对于 1931 年进入沉潜期的“左联”而言，丁玲提供了

一种转变的可能性道路。这种可能性在于以文学的方式
为起点，通过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写作主体、生产条件、创
作形式等具体问题的探讨，重新打开文学与政治的对话。
丁玲在创作和行动上的转变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了

无产阶级文学新的实践形态，然而对于这位“走出家门”
的小资产阶级作家，革命文学的理论家们尚未找到一种

新的语法去描述，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其纳入革命文学的

运动方向，通过定义丁玲的转变来定义“左联”的转变。

二、“同路人”与普罗文学的
“布尔什维克化”

1931 年 11 月，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与被
派至上海领导“左联”工作的瞿秋白等共同起草发表了
“左联”的新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 以
下简称“十一月决议”) 。一般认为，“十一月决议”之后
“左联”迎来了“真正的”转变，从初期的政治盲动主义转
向了以文学为阵地的斗争，并明确提出了“大众化”的无
产阶级文艺方向。《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即发表于“十
一月决议”出台后，比照二者的内容可以清楚看到，冯雪
峰对于丁玲和《水》的阐释，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十一月决
议”所提出的新纲领，实际上是借丁玲的写作把“十一月
决议”具体化。因此，有必要先对“十一月决议”产生的背
景及其关键的路线调整稍作讨论。
瞿秋白在《苏联文学的新的阶段》( 1932 年) 一文中

曾将苏俄的普罗文学( 无产阶级文学) 运动分为三个时

期: 波格丹诺夫时期、普列汉诺夫时期、乌梁诺夫( 列宁)
时期。其中第三个时期的开始，以 1930 年 11 月“哈尔可
夫大会”的召开为标志。这次大会成立了“国际革命作家
联盟”，“左联”则加入其中成为一个支部。③世界各国的
普罗文学组织由此形成了紧密连带的运动圈，革命文学

运动也进入了一个“创造布尔什维克的大艺术”的阶段
( 瞿秋白 278—279 ) 。在哈尔可夫大会决议的指导下，
“左联”制定了“十一月决议”，然而此时已相距近一年，④

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九·一八”事变
的爆发刺激了国内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中共由此提出

了争取下层小资产阶级、组建全国反帝同盟的“下层统一
战线”口号( 《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 15—
16) ; 但另一方面，随着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于 11 月在

瑞京成立，党内继续推行向国民党政权的“进攻路线”，致
使“下层统一战线”并未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充分的贯彻
( 田中仁 72—73) 。在这种情况下，“左联”实际上面临文
化统一战线与争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之间的矛盾。这
一矛盾构成了“左联”转变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也制约
着转变后革命文学运动路线的不断调整与自我斗争，而

其爆发的代表性事件即是“第三种人论争”。

因此，“十一月决议”与哈尔可夫大会的决议之间也
就出现了不同的侧重点。哈尔可夫大会要求各国支部在
革命文学运动中形成以工农兵为主体、联合小资产阶级
和半无产阶级的反帝人民战线( 勝本清一郎 平野謙

209—240) ，而其中一项工作重点即是对“同路人”作家的
争取以及对革命“同盟者”的再教育( 《国際プロレタリ
ア》114) 。大会特别批判了“左翼机会主义”，强调不应
否定工农通信运动以外的无产阶级文学发生的可能性，

尤其是“同路人”文学中发生转变的契机。⑤然而“左联”
的“十一月决议”在“同路人”问题上却没有表现出太多的
关注，仅仅是提到革命文学家们必须克服自己的“小资产
阶级性、同路人性，以及落后性”，成为一个“唯物的辩证
法论者”。(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2—7) 与
哈尔可夫大会相比，“十一月决议”其实更为重视革命队
伍中的“反右倾”问题，这与当时中共奉行的“进攻路线”
是一脉相承的。
因此，“十一月决议”所呼吁的“转变”很难在单一的

方向上被界定。“无产阶级文学”在话语和实践之间长期
的落差存在，提醒我们不能只从某份纲领文件去把握革

命文学运动的转换。在 1930 年代的上海，革命文学置身
于空前复杂的矛盾状况中，包括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之

间的矛盾，也包括中共革命路线与文化统战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急剧动摇着革命与文学的同一性想象。复杂的
革命情势对文学进一步提出了实践性的要求，所谓文学

的实践性，不仅仅是指通信写作或文艺大众化等运动形

式，更关键在于，文学不再只是充当政治的追随者，而是

应该在对现实矛盾的研判和介入中，激活自身的政治能

动性，使自身发展成一种独立的斗争力量。如果说“大众
化”代表了“十一月决议”后“左联”在文学实践上的“进
攻”，那么对“同路人”问题的重新诠释，则推动了革命文
学的自我反省。

虽然“十一月决议”甚少论及“同路人”问题，但决议
的主要起草者冯雪峰随后即翻译了德国克莱拉的《论“同
路人”与工人通信员》⑥这篇重要的理论文章。克莱拉此
文作为对哈尔可夫大会的回应，深入讨论了在普罗文学

运动的新阶段如何看待“同路人”作家的问题。值得注意
的是，克莱拉所讨论的“同路人”，主要是针对德国这样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市的小市民阶级”，而这个阶级
的命运将是“一般地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高贵的同路人，
特殊地成为普洛文学的同路人”( 克莱拉 43—54) 。克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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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所讨论的都市小市民阶级的转变，对于当时中国的左

翼文坛而言，最合适不过的对应者恐怕就是丁玲了。从
《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也可看出，冯雪峰正是把丁玲定
位于从都市小市民阶级转变为“同路人”，进而转变为无
产阶级作家( 或同盟军) 的前进轨迹上。此外，瞿秋白也
撰写了《苏联文学的新的阶段》一文，集中讨论了苏联“同
路人”作家转变的过程，后来他在《〈鲁迅杂感选集〉序
言》中也正是以此作为鲁迅转变的一种镜像。冯雪峰与
瞿秋白两位“左联”的领导者，相继撰文讨论“同路人”，将
其“挪用”为革命文学的一种叙事，说明了“同路人”问题
对于革命文学运动的转变起到了潜在而深刻的理论

制约。
根据托洛茨基的理论，在革命尚未成功的阶段，无产

阶级专注于领导权的争夺，文学便只能由有余裕的“同路
人”去创造。“同路人”的存在，提示了文学与政治的距
离，这种距离感同时也带来了文学的自觉。在鲁迅那里，
“同路人”问题即是“文学”的问题，它不是指向革命的过
渡性，而是始终内在于革命进程中的矛盾。1920 年代末
开始，“同路人”因托洛茨基派的失势以及革命的急剧“左
倾”而陷入某种“不合法”境地，冯雪峰、瞿秋白、鲁迅等都
曾批判过“托洛茨基主义者”，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对于
“同路人”文学给予最多关注乃至同情的革命文学家。
1931 年，鲁迅在与日本学生增田涉的谈话中表示，自己仍
然是一个“同路人”作家。⑦这一自称包含了鲁迅对于“阶
级改造论”的复杂态度，也提醒我们以更为辩证的视角去
理解“同路人”与无产阶级文学的关系。在都市小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仍然构成了革命文学主力军的情况下，“同路
人”越来越成为无产阶级文学必须面对的“异己者”。“十
一月决议”提出了“同路人”作家向无产阶级作家转变的
要求，但同时也放弃了初期以“工农兵通信运动”为无产
阶级文学唯一实现手段的纲领。决议将实现“彻底的大
众化”分为两条路径，其一是组织工农通信运动，其二是
“实行作品和批评的大众化，以及现在这些文学者生活的
大众化”，后者实际上已经容纳了“同路人”作家在大众化
文学运动中的合法性。1932 年 3 月“左联”进行了改组，
下设创作批评委员会( 创委) 、大众文艺委员会( 众委) 、国
际联络委员会( 联委) 三个小组，其中创委和众委的区别

更进一步明确了大众文艺创作( 包括工农通信运动) 与作

家创作之间的分工。这种分工等于是承认了无产阶级文
学在过渡阶段的多样性，开始重视以作家为主体的创作

活动，在组织工作上解决了写作者与政治工作者之间的

角色矛盾，为“同路人”作家的创作留出了空间。

可以说，“左联”在纲领路线和组织系统上的这一系
列转变，为丁玲的转变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左联”改
组后，丁玲开始担任创委的负责人。她给自己制定了大
量的写作计划，包括: 1．创作大众文艺作品五篇; 2．“多事
之秋”续写五万字; 3．创作以“上海事件”为题材的作品一

篇，至少二万字; 4． 另创作短篇小说三篇……⑧从其后发

表的作品可以看到，这份高产的工作计划大多完成了。
丁玲在写作上迎来了一个爆发期，毫无疑问，这种写作的

热情得益于“左联”对于写作主体的重新定位。在这个意
义上，丁玲的转变也是“左联”转变的产物; 也正是在“左
联”对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重新规划中，“转变的丁玲”
这一形象才得以清晰显现。

三、成为一个“唯物的辩证法论者”

关于写作主体的改造，“十一月决议”提出要促成从
“同路人”到“唯物的辩证法论者”的转变。那么成为一个
“唯物的辩证法论者”，是如何被赋予了文学上的革命意
义的呢? 《北斗》在 1931 年第 3 期连载结束丁玲的《水》，
同期即刊发了由冯雪峰翻译的“拉普”领导人法捷耶夫的
《创作方法论》一文，成为“左联”推行唯物辩证法创作方
法的权威所本。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在 1925 年被“拉
普”确定为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方法，强调的是“前
卫的世界观”对于写作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在唯物主义世
界观的占有下，“写什么”及“怎么写”的问题将自然而然
得到解决。这种从世界观到创作方法的一体统摄性，被
认为克服了现象与本质、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对立，但也把
理论与世界观对文学的指导作用绝对化，形成了一种方

法论上的“总括主义”( 丸山真男 59) ，更导致了文学对于
阶级政治的机械反映。法捷耶夫发表此文时正值“拉普”
路线调整，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已饱受诟病，在阐释运

用上也充满了分歧。因此，这篇文章在肯定唯物辩证法
创作方法的合理性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一定的反思，如

重申艺术的可视性与形象性，从题材和形式等方面具体

落实了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要素( 艾晓明 246—50 ) 。
尤其是它试图重构阶级主体与写作主体、理论与文学实
践之间的辩证关系，事实上也为无产阶级文学在转换期

的探索提供了一个突破口。
法捷耶夫在文章中指出，成为一个唯物的辩证法论

者的核心在于:

他要表现在旧的东西中的新的东西的诞

生，在今日之中的明日的诞生，以及新的对于旧

的斗争和胜利。这又是说，普罗艺术家是比过
去的任何艺术家，都更其不但只说明世界，而且

有意识地服务世界的变革的工作的。( 123)

“旧的东西中的新的东西的诞生”，这也是冯雪峰将《水》
命名为“新的小说”的辩证法意涵。“十一月决议”发表之
后，《水》很快就被评论家们标识为唯物辩证创作方法的
一个样本。钱杏邨在回顾 1931 年左翼文坛的创作时，评
价《水》深刻地把握住了大众中的“新的力”，揭示出了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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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原素和大众觉醒的必然性( 钱杏邨，《一九三一年中
国文坛的回顾》565—566 ) 。这正是来自法捷耶夫所说
的，唯物的辩证法论者要看见推动事物发展的“各种根本
的力”( 123 ) ，揭示新旧转化的必然性。冯雪峰也指出，
《水》的最高价值正在于“首先着眼于大众自己的力量，其
次相信大众是会转变的地方”( 《关于新的小说》236 ) 。
他将《水》表现出的“新艺术的主要条件”总结为唯物辩证
法世界观指导下的“新的写实主义”( 238) ，具体包括现实
主义的写法、以集体的行动为题材、坚持阶级斗争的视
角等。
如前所述，如何阐释《水》所展现出的“新的东西”，不

仅具有创作方法上的示范意义，更需要借丁玲这一个案

建构出“同路人”转变的一般化叙事。作为唯物辩证法理
论的一次批评实践，《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虽是呼应“十
一月决议”之作，但其问题脉络其实可追溯至冯雪峰在
“革命文学论争”时期写的《革命与智识阶级》一文。两篇
文章都是以“同路人”为视角讨论知识分子的历史任务与
历史定位。⑨《革命与智识阶级》作为“革命文学论争”高
潮阶段的发言，尝试以鲁迅为对象展开历史唯物主义的

阶级分析。在这篇文章中，冯雪峰对于知识阶级在不同
历史时期的进退摇摆表示了宽容:“革命有给予智识阶级
的革命追随者以极少限度的闲暇，使他们多多渗透革命

的策略与革命的精神的必要。”( 《革命与智识阶级》14 )
所谓“智识阶级的革命追随者”，是就“同路人”和革命的
关系而言的，这一关系将知识阶级定位于一种被动性上，

作为主体的始终是“革命”这一抽象物。然而到了《关于
新的小说的诞生》中，叙事的主语已经转移为知识分子，
并且突出了文学在知识分子与革命之间所具有的中介

性，以“新的小说家”的诞生来谈论革命主体的生成。文
中指出，进步的作家只要“理解了新的艺术的主要条件，
而逐渐克服着自己”，就能够成为“新的作家”( 《关于新
的小说》236) 。新的艺术条件也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创作
方法，它具有着主体改造与艺术变革的同一性，从而实现

了“转变的辩证法”。
在《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中，冯雪峰用丁玲的创作

历程说明了“转变的辩证法”是如何发生作用的:

［……］( 从《田家冲》到《水》) 是一段明明
在社会的斗争和文艺理论上的斗争的激烈尖锐

之下，在自己的对于革命的更深一层的理解之

下，作者正真严厉地实行着自己的清算的过程。
那结果是使她在“水”里面能够着眼到大众自己
的力量及其出路。( 238)

“同路人”作家“跟着社会的变动而前进”( 《关于新
的小说》238) ，他们只有使自己成为认识对象，看到自己
阶级所必然面临的崩溃并实行自我清算，才有可能转变

为“新的艺术家”。冯雪峰没有过于放大《水》在创作方法
上的革新，他坦言，《水》仍只是新的小说的萌芽，丁玲也
“还不能即刻是簇新的作家”。《水》的“速写”性质，造成
它没有完成这重大题材所给予的任务，也没有充分反映

出土地革命对于灾民斗争的组织和领导。旧的创作习气
的残留暴露出作者其实尚未建立起唯物辩证法的认

识论。⑩

然而，转变的漫长和艰难，也因此而显现了“同路人”
改造的历史辩证法。严格地说，冯雪峰的论述并没有完
全摆脱福本主义“意识斗争”的痕迹，在“转变”的问题上
更多是诉诸知识阶级自身的认识觉悟，这也是唯物辩证

法创作方法的根本局限所在。但关键在于，冯雪峰始终
将认识论的问题放在一个历史化的过程中，并不一味追

求新质的获得，而是从纯粹的阶级立场上解放出来，在认

识与实践的互动中剖析转变的肌理。在这个意义上，写
作和革命取得了一致性，“使自己成为一个作家乃是一种
非常艰苦的任务”( 《关于新的小说》238) ，持之不懈的写
作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的行动，它要求着“同路人”不断重
建自己与历史的关联方式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探索新的

书写形式。正是在丁玲身上，冯雪峰看到文学如何承担
起了认识与实践的中介，她在对自己的清算中成长为一

个新的艺术家，反过来也在艺术的脱胎换骨中认识到了

革命的出路。
“十一月决议”后许多左翼作家孜孜以求写大众、写
重大题材，以为这才是“新的文学”，对此鲁迅却说:

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

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
文学”; 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
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
和贡献。(《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378)

“趋时”转向的写作并不能产生新的文学或新的作
家。“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对于自身之“旧”首先有
着充分的自觉，并在这自觉中努力克服自己阶级的历史

局限，这才是革命文学生成的原理。冯雪峰并没有因为
《水》在观念和技巧上的缺陷而否定它的“新”，在他看来，
成为一个唯物辩证法论的作家，不在于是否合乎某种规

定的写作模板或阶级立场，而是要首先意识到“成为一个
作家”的意义。正如丁玲用其自我否定的创作所呈示的，

写作如何打破了主体被给定的现实，从而使自身成为一

种历史变革的媒介。《水》不仅是写大众、写重大题材，更
融入了丁玲作为写作主体的强烈焦虑。小说中的叙事者
视角始终保持着某种紧张感，它紧紧地追踪、捕捉大众的
一举一动，总是在转换视角，试图从各方面汇聚起他们杂

乱的情绪波动，这使整篇小说表现出明显的运动状态。
在这种运动状态中，大众更像是被作为“风景”而呈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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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的大众群像在主观的视角中变换着形态，写作主体与

对象之间也因此而建立起有机的精神联结。

冯雪峰把丁玲创作上的转变视作左翼文坛“对革命
的浪漫蒂克的清算”，如果说“革命的浪漫蒂克”所暴露出
的是主体与大众世界、革命与文学的分裂，那么《水》将大
众以一种“风景”的方式呈现，其实仍然是浪漫主义的。

然而，正如柄谷行人对于风景的讨论所指出的，风景排除

了实际的对象( 无产阶级排除了现实的劳动者) ，被“内在
的人”所发现，在这个意义上，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根
底是一致的。无产阶级作为内在化风景的出现，喻示着
写作主体试图将所谓的阶级意识与自我意识相互沟通，

大众已不再是那个“客观之物”。冯雪峰强调《水》的最高
价值在于相信大众是可以转变的，正是基于其中所孕育

的写作主体与大众之关系的再造。这个再造的过程在二
者之间产生了一种双向性的运动，不仅小资产阶级主体

发生着转变，大众也在发生着转变。

四、“无产阶级文学”的辩证法

与《水》形成对比的是冯雪峰对于葛琴的《总退却》和
文君的《豆腐阿姐》的批评。这两篇表现“上海事变”的小
说对于大众的描写仍然停留于一种静止的视角，没能认

识到自发的反抗向阶级意识转变的契机，也就无法揭示

出历史的本质( 冯雪峰，《关于“总退却”》 359—562 ) 。
冯雪峰的批评同样是根据唯物辩证法的法则，要求青年

作家必须学会在“在相互的联系中去分析现象”，从零散
模糊的大众生活的表象中看到整体性的阶级力量。如同
法捷耶夫对于无产阶级的定义:“普罗列搭利亚特是那早
已在今日之中诞生着的明日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真的历史

的担当者。”( 124) 无产阶级不是一个本质化的阶级立场，
也不是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体，而是在历史的转变中浮现

出来的主客体的同一，它同样构成了认识的对象。可以
看到，冯雪峰对于“新的小说家”的阐释也是依据这一主
客体的辩证法。这也为“同路人”的转变打开了新的论述
方式与实践空间，它在旧质与新质、主体与客体、认识与
实践之间的辩证统一，取代了单纯追求政治身份突变的

“方向转换”。在 1930 年代迅疾变换的政治形势中，机械
地设定一个无产阶级文学的目标已经难以产生有效的革

命动员，革命文学不得不从僵化的阶级框架中跳脱出来，

重新寻找运动的历史主体。冯雪峰在“十一月决议”后接
连译介并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其思考的重心也

是围绕着这一新任务。
作为“左联”的领导者，同时也是“左联”与党之间的

一个桥梁，冯雪峰在对待“同路人”问题时，不仅仅是将其
视作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而是更关注

这一知识群体在革命组织中的位置。如果说“同路人”对
于鲁迅而言意味着参与革命时的一种主体态度，那么在

冯雪峰那里，如何正视“同路人”的存在，关乎整个革命文
学运动如何在复杂的政治关系中形成有效的判断与实践

能力，从而在不同阶级之间展开斗争或合作。因此，发现
“同路人”向“无产阶级”转变的契机，而不是依赖于二者
的对立，便成为其时革命文学最重要的“政治感觉”。虽
然丁玲在 1931 年的“转变”显得模糊而单薄，《水》这个短
篇速写也无法充分呈现出“转变”的意义，但是冯雪峰敏
锐地确认了这一契机并迅速将其理论化，以此回应无产

阶级文学运动所面对的新的情势。
可以说，丁玲的“向左转”在个体与组织运动的双重

意义上构成了一个文学事件。它宣布了新的写作主体的
诞生，同时也引导着无产阶级文学新的方向。但另一方
面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对于新质的命名并没有断然否弃

旧的世界，而是在新与旧的质询、转换之间发现革命的动
力。这种辩证性使丁玲的转变展现出一种持续的革命机
制以及充分的政治能动性。进入了组织化状态的丁玲，
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党的路线变化( 李向东

王增如 84) ，还常常换上女工的装束，到工人区结交工人
朋友，发展工人通讯员。而她所写的那些大众化小说，素
材大多是来自时事新闻，从中也可看出她对于现实政治

快速的反应与再现能力。丁玲在理论、创作与组织活动
上的全面展开，初步指向了具有高度实践性的无产阶级

文学形态。正如冯雪峰所强调的，“要产生适切于新的内
容、新的形式，必然地是只有从运动的实践中去探求”
( 《一九三一年之回顾》59) ，唯物辩证创作方法从来就没
有真正在创作方法的层面取得过成功，如果说“前卫的世
界观”为“左联”及丁玲的转变提供了某种决定性因素的
话，那么它正是来自胡风所点明的，“辩证法本身就是要
求实践的”( 胡风 111) 。文学家不再只是为了创作而创
作，而是“为履行阶级实践任务而创作”( 胡风 114 ) 。因
此丁玲后来才会如此追溯，说自己在写完《水》后思想变
得辩证了( 海伦·福斯特·斯诺 248) 。不是在写作之前
就先在地改变了思想，而是在以写作为媒介组织起来的

文学实践中，旧的主体重新认识了自身与大众世界的

关系。
1933 年丁玲被捕以后，鲁迅在接受朝鲜记者申彦俊
的一次采访中谈道:

丁玲女士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我是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写不出真正的无产阶

级作品。我只能算是左翼方面的一个人。( 申
彦俊 53)

丁玲后来听闻此言深为感动，称鲁迅当时是为了营

救自己才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
这既是鲁迅对于丁玲的高度赞扬，更折射出鲁迅对于当

时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态度。鲁迅并没有固着于“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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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无产阶级作家”的对立，而是在对二者离合变化的
把握中思考“文学”与“革命底实生活”之间的转化。瑏瑡“左
联”的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固然没能彻底克服观念与实践
的分裂，也没能如其所宣称的实现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

的夺取，但是它与现实政治情势的紧密连结，以文学为基

轴把握一切可以促成政治转变的契机，使革命文学进入

到了一个高度实践化的紧张状态。丁玲无疑最典型地表
征了这一历史过程。鲁迅在丁玲身上所看到的“无产阶
级性”，恐怕不是意指阶级立场的获得，否则丁玲无论如
何无法是那个“唯一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鲁迅通
过自己的“旧”看到了丁玲的“新”，这种诞生于革命的组
织中的新主体，以其不断趋向革命的实践克服着政治与

文学的对立。鲁迅曾经提出“革命人”这一概念作为革命
与文学之间的中介，强调首先要有革命人，“革命人做出
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 《革命时代的文学》437) 。然而
丁玲的道路却是另一种道路，在她那里，“革命人”与“革
命文学”始终是相互定义与相互生成的，个人的改造、文
学的革新与布尔什维克化的组织运动紧密地扭结在一

起，形构了一场总体性的文化实践，这也正是“转变的辩
证法”所包含的革命原理吧。

日本学者竹内好曾经认为，“左联”并非马克思主义
文学者的党派性团体，而是 1930 年代反法西斯人民战线
的母胎。瑏瑢“左联”虽然直接受中共领导，但并不像“拉普”
或“纳普”那样紧密依附于政党组织。在 1930 年代的上
海，恰恰是“左联”以文化运动的方式，代替中共进行合法
性的革命斗争，承担起了“先锋队”的功能。在这一过程
中，革命文学既受制于政党政治的路线规约，但也比直接

的政治行动展示出了更为灵活、丰富的实践性。因此我
们才会看到，丁玲主编的《北斗》，在“十一月决议”之后仍
能就创作问题集合许多非左翼作家参与征文讨论。瑏瑣而丁
玲自己，在大众化的写作中也并没有放弃女性情感经验

的表达，《消息》《母亲》这样的作品细腻地书写了革命中
女性主体的“内面”。瑏瑤1932 年，改组后的“左联”宣称“每
一个小组都应当整个的实行左联的转变———从各方面去
进行革命大众文艺的运动”，瑏瑥而这种总体性的转变却是
最具体、真实地通过一位小资产阶级作家表现出来，正是
因为在丁玲身上充分地彰显着文学与政治、个体与组织
之间的共生和拉锯。因此，重要的并不是去设想无产阶
级文学应有的完成形态，也不是去确认丁玲是否转变成

所谓的无产阶级作家，而是把无产阶级文学作为一种长

期的实践，观察它如何在旧的历史中运动生成新的政治。

那些曲折，甚至充满失败的探索，使文学的政治感觉在现

实的情势中逐渐丰满而真实起来，这或许正是“左联”，也
是丁玲留给我们的左翼传统。

注释［Notes］

① 丁玲对于胡也频的“左转”一直抱有某种疑虑。对于

丁玲而言，政治工作与文学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要么

“完全做地下工作，要么写文章”。加入“左联”后，胡也频
在投入政治工作之余也继续创作小说，但丁玲却认为其

带有“左倾”幼稚病，写小说还是要自己来写。见丁玲: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全集》第九卷。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60—80 页。
② 罗岗从文学的生产条件指出了丁玲主体改造的逻辑:
“即使丁玲转变为左翼作家，但她也无法一下子摆脱‘室
内硬写’的命运，这不仅仅是改变思想观念的问题，同时
也因为深刻地受到了都市文化 /文学生产条件的制约。
如果不改变相应的文化 /文学生产条件，仅仅要求作家改
变思想观念，往往徒劳无益。”张屏瑾、罗岗、孙晓忠:
《“再论丁玲不简单”———“丁玲与当代文学七十年”三人
谈》，《文艺争鸣》11( 2019) : 131—140。
③ 这次会议有来自欧、美、亚、非等 22 国的代表共同参
加，“左联”在莫斯科的代表萧三也出席了大会，并在大会
上就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情况进行了报告。哈尔可夫大
会在组织工农通讯员运动、促进文艺大众化、争取“同路
人”作家等重要路线问题上作出了决议。

④ 有关哈尔可夫大会的情况，因为通信不畅等原因，直至
1931 年 8 月才由萧三发至“左联”并发表于机关刊物《前
哨·文学导报》上，见萧三: 《出席哈尔可夫世界革命文
学大会中国代表的报告》，《前哨·文学导报》1 卷 3
( 1931) : 2—12。

⑤ 这一时期正值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期间，农
业集体化的改造导致苏联国内阶级迅速重组分化，在这

个苏联社会主义的最初阶段中，“‘革命同路人’在文学界
之中开始丧失统治的地位，而普罗文学的领导权的斗争

已经得到很大的胜利”，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正在坚决地转
变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普罗文学的任务，就是要用一
切方法一切力量去保障这种转变的巩固和加强”。见瞿
秋白: 《苏联文学的新的阶段》，《瞿秋白文集·文学编》
( 第二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年。第 280 页。
⑥ 日本学者前田利昭认为从冯雪峰翻译克莱拉此文可以
推测，冯雪峰对哈尔可夫大会的了解并不限于萧三发回

的报告，见［日］前田利昭: 《在“第三种人”论争中的冯雪
峰》，《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选萃》，伊藤虎丸、
刘柏青等编。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 221—
262 页。
⑦ 关于鲁迅对于“同路人”的态度变化可参见［日］长堀
祐造著: 《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
王俊文译。台北: 人间出版社，2015 年。代田智明不同
意长堀提出的鲁迅在 1932 年已经对“同路人”持否定态
度，认为“鲁迅后期以‘同路人’与终末论的思想认识为基
础，发展、形成了独立、自由与自律的知识分子新形象”，
见代田智明: 《鲁迅对于改革与革命的立场———终末论与
同路人》，《东岳论丛》1( 2014) : 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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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1932 年 3 月 15 日“左联”《秘书处消息》第一期中刊载
了关于工作竞赛的一封信，其中名为“珰琅”同志的工作
标准即是丁玲给自己制定的目标。收入《中国现代文艺
资料丛刊第 5 辑·“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特辑》( 上
海: 新文艺出版社，1980 年) 第 27—28 页。

⑨ 芦田肇指出，冯雪峰所受“同路人”理论的影响，一直
贯穿于他的文艺批评中，包括他在“第三种人”论争中的
发言以及 1946 年所写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芦
田肇: 《冯雪峰“同路人”理论的接受与形成———“革命与
知识阶级”管见》，《东洋文论: 日本现代中国文学论》，吴
俊编译。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287—
325 页。
⑩《水》在题材上的大众化并没有带来书写方式真正的
变革，它对于灾民群像的“点彩法”描绘，以及对于群力的
崇拜，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仍延续了《一九三〇年春上海》

中那种狂飙突进的都市美学。
瑏瑡 语出苏联文艺家珂干( P． S． Kogan) 所著《伟大的十年
的文学》，鲁迅在《〈十月〉后记》与《〈一天的工作〉前记》
中两度引用珂干关于同路人的论述，可以代表鲁迅在“左
联”时期对于同路人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态度。
瑏瑢 竹内好: 《中国文学展望》，《竹内好全集》( 第三卷) 。

东京: 筑摩书房，1981 年。第 9 页。丸山升指出，竹内好
对于“左联”的“人民战线”性质的推崇虽然美化了“左
联”，但作为一种以中国为方法的视角，对于反思日本与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无启发: “将 30 年代的日本和中国
的历史是败北和胜利的对照性历史这一点作为出发点、
并考虑划分明暗的原因这一课题，如果略去的话，将无法

思考 30 年代。而且考虑这一课题时，又不能不以人民战
线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作为重要的中心之一。”( 丸
山升 187—188)
瑏瑣“十一月决议”出台后，《北斗》随即举办了主题为《创
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的征文。据丁玲回忆，这次征文
活动出自冯雪峰的授意，是为了在“十一月决议”后故意
集合那些非左翼的作家，“显得我们这个刊物还是和很多
著名作家有联系”。见丁玲: 《我与雪峰的交往》，《丁玲
全集》( 第六卷)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270 页。

瑏瑤 关于丁玲“大众化”写作的分析，参见笔者《革命的“写
作”如何可能———再探“左联”时期丁玲的创作》，《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丛刊》7( 2019) : 137—152。
瑏瑥“关于左联改组的决议”( 1932 年 3 月 9 日) ，《左联秘
书处消息》( 第一期) ，引自《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 5
辑:“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特辑》。上海: 新文艺出版
社，1980 年。第 19 页。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艾晓明: 《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北京: 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7 年。
［Ai，Xiaoming． An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eft-

wing Literary Trend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7．］

阿尔弗烈特·克莱拉: 《论“同路人”与工人通信员》，何
丹仁( 冯雪峰) 译。《文学月报》1． 56 ( 1932 ) : 43—
54。

［Clara，Alfred． “On Companion and Worker Correspond-
ent．”Trans． He Danren ( Feng Xuefeng ) ． Literature
Monthly 1． 56( 1932) : 43 － 54．］

陈瘦竹编: 《左翼文艺运动史料》。南京: 南京大学学报
编辑部，1980 年。

［Chen，Shouzhu，ed．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Left-wing
Literature and Art Movement． Nanjing: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1980．］

丁玲: 《我与雪峰的交往》，《丁玲全集》第六卷。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267—274。

［Ding Ling． “My Contact with Xuefeng．” The Complete
Works of Ding Ling． Vol． 6． Shijiazhuang: Hebei People
＇s Publishing House，2001． 267 － 274．］

———: 《我的创作生活》，《丁玲全集》第七卷。石家庄: 河
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14—17。

［－ － － ． “My Writing Life．”The Complete Works of Ding
Ling． Vol． 7． Shijiazhuang: Hebei People ＇s Publishing
House，2001． 14 － 17．］

———: 《我的自白》，《丁玲全集》第七卷。石家庄: 河北人
民出版社，2001 年。1—5。

［－ － －“My Confession．”The Complete Works of Ding
Ling． Vol． 7． Shijiazhuang: Hebei People ＇s Publishing
House，2001． 1 － 5．

———: 《给我爱的》，《北斗》1． 1( 1931) : 56。
［ － － － ． “For My Love．” The Big Dipper 1． 1
( 1931) : 56．］

———: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全集》

第九卷。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60—80 页。

［－ － － ． “The Life of a Genuine Man: a Ｒecord of Hu
Yepin．”The Complete Works of Ding Ling． Vol． 9．
Shijiazhuang: He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1．
60 － 80．］

法捷耶夫: 《创作方法论》，何丹仁( 冯雪峰) 译。《北斗》
1． 3( 1931) : 115—124。

［Fadeyev，Alexander Alexandrovich． “On the Method of
Creation．”Trans． He Danren( Feng Xuefeng) ． The Big
Dipper 1． 3( 1931) : 115—124．］

冯雪峰: 《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北
斗》2． 1( 1932) : 225—239。

·140·



“旧的东西中的新的东西的诞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中丁玲“转变”的辩证法

［Feng，Xuefeng． “About the Birth of a New Novel: A
Ｒeview of Ding Ling ＇s Flood．”The Big Dipper 2． 1
( 1932) : 225 － 239．］

———: 《关于〈总退却〉和〈豆腐阿姐〉》，《北斗》2． 1
( 1932) : 359—362。

［－ － － ． “About The Total Ｒetreat and Toufu Sister．”The
Big Dipper 2． 1( 1932) : 359 － 362．］

———: 《一九三一年之回顾》，《冯雪峰全集》第五卷。北
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年。56—59。

［－ － － ． “A Ｒeview of 1931．”The Complete Works of
Feng Xuefeng． Vol． 5． Beijing: People ＇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16． 56 － 59．］

———: 《革命与智识阶级》，《冯雪峰全集》第五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年。12—14。
［－ － － ． “Ｒevolution and the Intellectual Class．” The

Complete Works of Feng Xuefeng． Vol． 5．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16． 12 － 14．］

「国際プロレタリア·革命文学の政治的·創造的諸問
題に関する決議」、『資料世界プロレタリア文学運
動』( 第四卷) 。東京都: 三一書房，114、1972 年。

贺桂梅: 《丁玲主体辩证法的生成: 以瞿秋白、王剑虹书
写为线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5 ( 2018 ) :
1—33。

［He，Guimei． “The Formation of Ding Ling ＇ s Subject
Dialectics: Taking Ding Ling ＇s Writings on Qu Qiubai
and Wang Jianhong as Clue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5( 2018) : 1 － 33．］

胡风: 《现阶段上的文艺批评之几个紧要问题》，《胡风全
集补遗》。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04—131 页。

［Hu，Feng． “Several Critical Issu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at
the Current Stage．”Supplement to the Complete Works
of Hu Feng． Wuhan: Hu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 104 － 131．］

勝本清一郎、平野謙: 「ハリコフカ会議のころ」、『平野
謙対話集』( 政治と文学篇) 。東京都: 未来社，
209—240、1971 年。
格奥尔格·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 关于马克思主义
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年。

［Lukács，Georg．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Trans． Du Zhangzhi，et al．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1992．］

鲁迅: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全集》第四卷。北
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75—378 页。

［Lu Xun． “Communication about the Subject Matter of
Fictio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 4．

Beijing: People ＇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05．
375 － 378．］

———: 《革命时代的文学———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
讲》，《鲁迅全集》( 第三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436—443 页。

［－ － － ． “Literature during the Time of Ｒevolution:
Lecture at the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on April 8．”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 3．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05． 436 － 443．］

李向东 王增如: 《丁玲传》。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2015 年。

［Li，Xiangdong，and Wang Zengru． Biography of Ding Ling．
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5．］
丸山真男: 《日本的思想》，宋益民译。长春: 吉林人民出
版社，1991 年。

［Maruyama，Masao． Japanese Thought． Trans． Song Yimin．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1．］

丸山升: 《作为问题的 1930 年代———从“左联”研究、鲁迅
研究的角度谈起》，《鲁迅·革命·历史: 丸山升现
代中国文学论集》，王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185—213 页。

［Maruyama，Noboru． “The 1930s as a Probl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Ｒesearch on the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 and Lu Xun．” Lu Xun， Ｒevolution， and
History: Collected Works of Noboru Maruyama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 Wang Junwe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 185 － 213．］

钱杏邨( 阿英) : 《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阿英全
集》第一卷。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563—599 页。

［Qian，Xingcun ( A Ying ) ． “A Ｒeview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Circle in 1931．”The Complete Works of A Ying．
Vol． 1．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2003． 563 －
599．］

———: 《丁玲论》( 下) ，《文艺新闻》1931 年 8 月 31 日:
25。

［－ － － ． “On Ding Ling( Part 2) ．”Literary News ( August
31，1931) : 25．］
瞿秋白: 《苏联文学的新的阶段》，《瞿秋白文集·文学
编》第二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年。第
278—279 页。

［Qu，Qiubai． “A New Stage of Soviet Literature．”Collected
Works of Qu Qiubai: On Literature． Vol． 2． Beijing:
People ＇ 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86． 278 －
279．］

《关于左联改组的决议》( 1932 年 3 月 9 日) ，《中国现代

·141·



文艺理论研究 2021 年第 1 期

文艺资料丛刊第 5 辑: “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特
辑》。上海: 新文艺出版社，1980 年。19。

［“Ｒesolution on the Ｒeorganization of the Left League
( March 9，1932 )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Series． Vol． 5: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Left League．
Shanghai: New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80． 19．］
罗森塔尔主编: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 从马克思主义产
生到列宁主义阶段之前》，汤侠声译。北京: 人民出
版社，1986 年。

［Ｒosenthal，M． M．，ed． History of Marxist Dialectics: From
the Birth of Marxism to Before the Stage of Leninism．
Trans． Tang Xiasheng． Beijing: People ＇ 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86．］

申彦俊: 《中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鲁迅研究月刊》9
( 1998) : 51—53。

［Shin，Eon-jun． “An Interview with China＇s Great Writer Lu
Xun．”Lu Xun Ｒesearch Monthly 9( 1998) : 51 － 53．］

海伦·福斯特·斯诺: 《中国新女性》，康敬贻、姜桂英
译。北京: 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 年。

［Snow，Helen Foster． New Women in China． Trans． Kang
Jingyi and Jiang Guiying． Beijing: China News
Publishing House，1985．］

田中仁: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政治史———中国共产党
的危机与再生》，赵永东等译。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2007 年。

［Tanaka，Jin．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1930s: Crisis
and Ｒebirt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rans．
Zhao Yongdong，et al． Tianjin: 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2007．］
《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
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文件选编》。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1984 年。
15—16。

［“The Urgent Task of the Party Arising from the Workers＇and
Peasants ＇ Ｒed Army Breaking Through the Third
‘Encirclement ＇ and the Gradual Maturity of the
Ｒevolutionary Crisis．”Documents of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Beijing: China Archive Press，1984． 15 － 16．］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一九三一年十一
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前哨·
文学导报》1． 8( 1931) : 2—7。

［“The New Task of Chinese Proletarian Ｒevolutionary
Literature: Ｒesolution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Left-wing Writers Union in November 1931．”
The Outpost; Literature Guide 1． 8( 1931) : 2 － 7．］

《中央关于全国灾荒，秋收斗争与我们的策略的决议》
( 1931 年 7 月 30 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年。331。

［“The Central Committee ＇ s Ｒesolution on the National
Famine，Autumn Harvest Struggle and Our Strategy”
( July 30，1931) ． Selected Work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Vol． 7． Beijing:
Central Party School Press，1983． 331．］

( 责任编辑: 赵 勇)

·142·


	“Birth of New Things from Old Things”: The Dialectics of Ding Ling's “Transformation” in the Left-wing Literature Movement during the 1930s
	Recommended Citation

	tmp.1618965096.pdf.dUqOv

